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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的方法论局限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以下简称《党史》二卷）由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1 年 1 月“隆重”出版。

《党史》二卷概括 1949 年到 1978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邓小平的实际领袖地位）这段历史，其编

修从 1994 年 9 月开始，花了 16 年时间，最后上报中共中央，赶在中共成立 90 周年之前，得以批准出版。

最近，蒙承国内友人厚意惠寄，我得以与 8 千万中共党员同享这场政治学习的“庆典”，以此文作为简要

汇报，与广大读者分享。 

在网上查阅“《党史》二卷”，会得到各地“掀起学习高潮”的信息。我不是中共党史研究者，故无

暇评论《党史》二卷的史实性（编者本身也承认“有些档案是看不到的，这没有办法”，而对于至今没有

公开事件真相的林彪事件等档案，即使编者能看到，也不能作为信史采用），而宁愿采取斯宾诺莎在《神

学政治论》中“以《圣经》本身研究《圣经》”的方法，主要从方法论，特别是本书据以立论的社会主义

理论方面指出其局限性。 

我在中共中央理论刊物《求是》网站http://www.qstheory.cn/ 上读到本书的编辑机构中共中央党史

研究室的负责人石仲泉（“《党史》二卷若干问题刍议”）、 张启华（“在探索中前进的中国共产党”）

、逄先知（“一部重要的党史著作—— 读《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除了党政文献外，本书唯一引用

以个人名义出版的毛泽东传记的就是逄）等的介绍推广文章，可惜无法知道本书的编写过程是如何“得到

党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关怀和精心指导”（后记）的。不过，本书的第 3 页江泽民 1999 年 10 月 1

日的单独图片、第 4 页胡锦涛 2009 年 10 月 1 日的单独图片出现在这本 1949 年到 1978 年的中共党史，而

没有出现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的半点形象1，表示本书的“党性”意识

形态压倒“科学性”史学研究。此书的首要“基本指导原则”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

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对重大历史问题的把握，坚持以中

共中央《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重要会议和中央领导同志有

关重要论述为依据”（后记）。按照本书的逻辑，它们是本书的“纲”，别的都是“目”。我读到的所有

关于本书的评论都围绕着“目”（历史细节）展开，在这方面许多人比我更有资格评论这方面的内容。既

然没有读到论“纲”的文字（或许只有上述第 3、4 页的图片人物才能评论），我这里主要就是想谈谈这些

首要“基本指导原则”的局限。 

30 年前的《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2），对 1949—1981 年历史的基

本评价是：“总的来说，是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

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

变革，是我国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本书的 29 年包括在《决议》的 32 年中，自然不可能离开《

决议》的框架。本书没有列出名词索引，但对出现了几百、上千次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马克思主义

”、“社会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等核心用语却没有解释。这里面有许多问题。一、马克思主义与社会

主义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马克思主义只是第一国际中的国家社会主义流派，它的主要实践代表是德国的社

会民主党或第二国际。二、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提法大意

是指“用列宁来定义的马克思主义”，实质上是“列宁主义”即“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3，实践上是已经

                                                 
1我当时读初中，在美术组参与大量的宣传画展庆祝活动，记忆犹新。 
2我当时作为清华大学学生，有幸参加校方组织的政治学习，第一次用自己的眼光观察中共的权力交替。 
3列宁在批判第二国际时定义：承不承认阶级和阶级斗争，以及由此而来的无产阶级专政，是真假马克思主义的分水

岭。 

http://www.qstheory.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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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产了的一党专制的斯大林体制4。三、“毛泽东思想”被毛泽东、林彪、陈伯达、张春桥、江青、华国锋

以及最后裁决的邓小平、胡乔木等变来变去，搞得连毛泽东自己的思想已经不是“准确”“科学”的毛泽

东思想了。那么，对于历史上客观存在的指导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路线”（大意是指不可违背

的正确指导思想），应该用“毛泽东主义”来概括。这些见解，多少反映在我的《安那祺主义：理论与实

践》5、《鲜为人知的俄国革命》6书中的“马克思与巴枯宁冲突的结症”、“无产阶级专政与列宁主义问题

”、“毛泽东主义”和“巴黎公社悲剧的教训”等理论文章里，此处不再重复。正如我在“中美两国共产

党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困误”（《安那祺主义：理论与实践》第二版）中指出的那样：“政

府、政党（特别是一党专制下的政党）控制的经济并不等于公有制，没有新闻自由、政党自由的政治制度

不是社会主义”。本书的编者（以及他们上面的“中央领导同志”）不太可能读到我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最

新研究，但他们至少要借鉴在中国公开出版的《苏联历史档案汇编》等原始史料呀！实际上，如果要对中

共党史进行全面、准确、客观的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最首要的工作是出版至今没有公开的原始史料，让

不同的史观基于客观的事实写成不同的党史版本自由发行。 

正是因为中共（特别是毛泽东、邓小平本人）在这些社会主义理论上的贫乏、局限、混乱和错误，带

来了实践上的过失和犯罪。例如，民主正是人类社会组织如何集中意见、权力、资源的一种被普遍接受的

方式，所谓“民主集中制”把民主与集中对立起来，本身就是对民主的否定。但这个在战争中有效的带有

强制（专制）性质的组织方式却未经辩论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国原则（第 8 页），实际上背弃了中国

共产党自身 1944 年提出的废除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口号（第 9 页），难怪直到今天中国还没有

普选等基本民主制度，带来一系列社会灾难。再看“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号以及《共同纲领》总纲中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国家”的规定（第 10 页），从英文的翻译看，只在

Republic of China（中华民国）上加了 People's（人民的）形容词，但“人民”由执政当局甚至毛泽东一

人随意定义解释（连国家主席、党主席的接班人也成了“敌人”），还不如取消为好。实际上，摆脱苏联

操纵的东欧国家正是这样做的。顺便指出：本书名为《党史》，实为《党中央史》，且不说象我父亲这样

的中下层忠诚党员干部（大学毕业时从北京主动要求、被分派到贵州毕节山区创办师范学校）、我母亲这

样的因为出身“问题”申请了几十年才入党的知识分子“人民”永远不可能成为《党史》的材料，连绝大

多数中央委员（除了在“永远”开除“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中共八届扩大的 12 中全会决议上唯一

弃权的陈少敏，见第 805 页）也只是在统计数目时才有用处。另一方面，中共直到 1945 年七大仍保留“联

邦共和国”的宣传纲领，更接近苏联的模式，得到包括达赖喇嘛和西藏共产党创始人在内的人士的的赞同

，可能会较好地处理西藏问题。其实，federation 这个词，是指自由联合的社会组织方式，与上述１９４

４年中共的“民主联合政府”接近，比作为政治法律用语的“联邦”更为广泛，是第一国际（正式名称是

国际劳工协会）等社会主义团体和今天的许多国度（从大国美国、俄罗斯、德国到小国瑞士等）采纳的方

式，比“人民共和国”更合适。在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的李维汉的建议下为了统治的方便取消了联邦

形式（第 12 页），看起来迎合了多数人的利益，但一党专政的执政党随意改变自己过去对哪怕是一小部分

集团（民族）的政治承诺，也会引起上台后的合法性疑问。 

再如，在人民代表大会（即使是形式上的）作为最高权力已经确立起来后，仍然保存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就看到其在总纲中明确规定“基本任务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第 266 页）必须共同遵守“

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积极学习国家的政策，提高政治水平，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努力进行思想

                                                 
4托洛茨基虽然声称自己才忠实于列宁主义，主要是出于与斯大林争夺正统的需要。他开创的第四国际后来谴责一党专

制等列宁主义特征。 
5 ISBN: 978-0-557-01635-8。２００８年第一版。 
6 ISBN: 978-1-4583-0411-7。２０１１年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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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第 267 页）这样尴尬的“二等公民”政治局面，才出现了“不公开的共产党员”吴晗以中国民主

同盟中央副主席、民盟北京市委主任委员的身份担任北京市副市长（第 753 页）这样的政治笑话/悲哀现实

，把“肝胆相照”的“民主党派”作为连花瓶摆设都不如的异己分子。从逻辑上看，如果没有政协，让知

识分子或“民主党派”要么加入人民代表大会要么干脆什么政治组织也别加入，批判《红楼梦》研究（江

青就是由此在毛泽东的指使下介入中国上层政治的）以及后来的反右等运动“阳谋”就不那么容易被毛泽

东发动起来（第 286-287 页）。没有实质的党外监督（例如，让他们独立参选人大选举），党内民主也不

可能存在，一党专制很容易蜕变为个人独裁。这一点，连自以为高明的、斯大林的死对头铁托也不例外。 

《党史》二卷在有些关键的历史疑难问题（因为我们还没有确切史料）上有所提示但没有点破原因，

例如，“八大通过的党章还有两个比较突出的特点：一是增加了‘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设

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人’一款。...二是在党的指导思想中没有提‘毛泽东思想’”。这可以使读者联

想到党内斗争迫使毛泽东退到二线（会皆大欢喜），或者意味着中共社会主义水平的提升（放弃终身制）

，但本书马上声称：“八大不提毛泽东思想，丝毫没有影响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也没有影响毛

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第 403 页）给读者不知所云的感觉。不容讳言，对毛泽东的评价，是本书作

为“历史”是否客观、公正的要素之一。可惜，按照编者之一的解释，“毛泽东一直在努力探索如何在中

国这块土地上建设社会主义、如何保卫国家安全、如何赶超发达国家、如何维护劳动人民的利益和权利等

一系列重大历史课题。他的成功与失误，他的光辉与瑕疵，大多与此相关，而丝毫不是为了个人私利。”

（张启华：“在探索中前进的中国共产党”）果真如此的话，本书就不应该为彭德怀、刘少奇等一大批更

像“不是为了个人私利”的遵守党内规则的受害官员辩解了。这种态度与“历史唯物主义”7相去甚远。其

实，正如《圣经》里伟大的犹太王大卫也犯罪一样，但耶稣（上帝）还是把他作为自己的祖先来继承；而

本书对毛泽东的处理，显现出其代表的当代执政集团害怕承认毛泽东犯有罪过会减弱他们的执政合法性。

这也可从书中的一些突堂的高调结尾感受到：“这是一个已经载入中华民族史册的伟大功绩”（第 631 页

）8，总结文化大革命时“历史表明，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伟大而顽强

的生命力”（第 753 页），读起来好像“历史”很容易摆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常识倒是说：有什么样

的民众就有、才有什么样的领袖，作为“人民”的一员，我们没有必要过分责怪毛泽东或共产党。 

《党史》二卷似乎想达到《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确立斯大林主义的效果，继 30 年前粗糙的《决

议》之后，推行以“邓小平理论”为名的、掺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际上是对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

背叛9）和“科学发展观”的邓小平主义。不过，邓小平本人对理论不感兴趣，当年就无法敷衍张春桥的“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因为，如果“无产阶级专政”（现在改用“人民民主专政”这个自相

矛盾的用语）作为社会主义的理论讲得通的话，“继续革命”不仅顺理成章，而且极为必要。所以我们读

到本书中还不得不用“左”（本书意指极左）这样的不规范、不科学的用法来概括林彪、江青等文革派主

张。虽然邓小平主义要到 1989 年天安门事件、1992 年“南巡”才最终确立起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改革”

道路，一党专制的中国共产党从国家社会主义向国家资本主义的转型现实有其合理的必然，非毛泽东主义

可以阻止。这主要还是由于中国从靠政治（特别是军事斗争）“挂帅”的较单纯社会形态向以经济为中心

的复杂社会形态的过渡。正如杜尔凯姆的研究所提示的那样：古代的简单社会形态里产生的共产主义观念

无法适应欧洲的近代复杂社会的进化，才产生了社会主义的思潮。今天的中国社会主义对毛泽东、邓小平

的态度，应该学习耶稣对其部落首领大卫的继承和超越。 

《党史》二卷没有交代或明确否定设计国旗时的违反政治常识的解释，只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

                                                 
7我在此无法就这个概念展开讨论。 
8既然如此，还要写在这里干什么？其实，西藏问题今天还没有解决。 
9这是宾夕法利亚大学的一个法律教授最先提醒我注意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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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五星红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第 8 页）带过。考虑到目前的政治“路线”，可以理解为：在

“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大星）下，中国的毛泽东主义（实质为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国家社会主义）

、邓小平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较接近马克思主义原意）和在第一国际中出现的与马克

思主义竞争的自由社会主义（安那祺主义）这四种政治主张（小星），和平共处，共同发展。《党史》二

卷体现了在一党专制的制约下费尽苦心用 16 年时间结合头两种主张的局限，实际上描绘出中国共产党在理

论和实践上离民主、自由的社会主义有多远，值得一读。 

 

[赵京，2011 年 7 月 1日，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引用请以 http://cpri.tripod.com 为准。] 


